從廚房出走的中國茶飲──

一個性別視野的觀察
To ran away from cook room ──A feminine view’s study on Chinese Samovar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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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普通漢語中「喝」與「吃」這兩個動詞，分別預設了其賓語所指涉的物質狀態，「喝」的賓語必須指涉液態的物質，而「吃」則相對固態。但漢語「喝茶」與「吃（呷）茶」兩詞在中國方言中卻有並行的使用狀況，本文首先分析形成這種現象的文化因素，並藉以說明茶飲在漢唐河洛文化中的初始狀態，與現代茶飲極為不同。本論文同時以女性主義的觀點，觀察了茶飲方式在後來的歷史中所產生的變化，強調茶飲方式的改變最重要的是飲茶場域、空間的改變。茶飲由女性主導的廚房演變到由男性主導的客廳，自從茶飲由廚房出走之後，由於場域的特性不同，這不但影響了茶飲的方式，同時還影響了茶飲的審美觀，以及其附屬的風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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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所謂茶飲的出走，是指中國茶飲的活動場域由廚房演變到客廳的過程。這個改變不只是一個場域的轉換，更重要是它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典範，足以觀察中國人傳統生活中，當不同性別主導了一個空間，其可能產生的改變。
「當建築空間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審視時，我們方得知空間不只是被形式所描繪，也不只是被整體的社會、經濟、文化所涵構，亦是被性別的邏輯所支配」
，性別意識及性別的主導權使得不同場域有不同的設計與活動方式，而在傳統中國家居中廚房與客廳恰巧就是極為不同的兩個例子。

許聖倫、夏鑄九、翁註重三位先生所發表的〈傳統廚房爐灶──空間、性別與權力〉一文曾對廚房的性別意義提出基本看法：
爐灶的空間生產，其主角多半還是女性，男性的進入代表著另外的意義，然而這正是反映對母職的期待。女性透過廚房爐灶獲得屬於女性的資源，發揮生育與母職的功能，但並不能逃過父系制度對其角色的分派與認知，使得「女人的空間」具有特定的意涵。

廚房雖然仍無法逃出中國傳統的父權空間之外，但在中國家居空間中自古以來即是為女性所主導。由於中國男人對廚房的遠離（君子遠庖廚），與廚房對烹飪技術的高度要求，使得中國男人對廚房只能採取「遠端」控制的方式，例如控制食材的購買，或是各種器具的添置，但是日常的活動則大部分是由女性主導。由於廚房的這個特殊性，使得茶飲場域的出走，成了一個由女性主導的空間，逐步演變成為一個由男性主導的空間的過程，這也使得茶飲場域的改變成了一個值得觀察的獨特物件。
茶飲場域的出走提供了極好的觀察典範，使我們可以觀察中國茶飲由女性空間，逐步出走到男性空間時，其茶飲方式、空間、文化活動以及對茶的審美觀所產生的改變。就是一直到現代，茶飲為了順應現代生活的需求，產生了多元的改變，例如茶藝館的出現、包裝茶飲的盛行、家居的泡茶活動等，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2、 一個語言上的問題──「呷茶」與「飲茶」
普通漢語中「喝」與「吃」這兩個動詞，分別預設了其賓語所指涉的物質狀態，「喝」的賓語必須指涉液態的物質，而「吃」則相對固態。但漢語「喝茶」與「吃（呷）茶」兩詞在中國方言中卻有並行的使用狀況。和潮州話相同，閩南話常使用「Jia Te」，在台灣習慣將這個詞記成「呷茶」。台灣的閩南話中有另一個詞與「呷茶」近義，就是「Lim Te」。就字音上的判斷，Lim顯然不可能是「飲」或「喝」的閩南語發音，但其用法則和「飲」或「喝」非常相近，在台灣話中，Lim Te是指將液態的茶汁飲入的動做，Lim這個動詞和「飲」或「喝」一樣，所描述的對像總是液態物質。但是「呷」則不一樣，「呷」泛指所有吃食的動作，其實就是普通話的「吃」或「喫」，使用「呷」只是為了凸顯出台灣話的發音。「呷茶」在台灣話中所代表的意義比「Lim Te」廣，通常是指功夫茶的飲用與聚會。至於「喝茶」與「品茶」在台灣話中甚少使用。

在台灣話中，「Lim」這個動詞所描述的對像是液態物質，但「呷」則是以非液態物質為主流。就動詞的使用而言，至少也要如稀飯般濃稠才可能使用「呷」這個字，例如「呷糜」，因此「呷茶」這個詞的使用難道是個特例嗎？
事實上這是文化上的不同，是語言上對不同風俗描述的遺跡，並不是語言使用上的特例，河洛文化的茶飲方式本來就是「呷茶」。因為唐朝時中國的茶飲是以「調飲」為主，在茶中會加上鹽、薑、乾果等物，如此一來，「茶湯」則會仿如粥一般的濃稠，那麼使用「呷茶」或「喫茶」也就不足為奇了。
現在的潮州、閩南深受中國中古河洛文化、語言的影響，黃英湖先生說：
作為都城洛陽和京畿中州文化結晶的河洛話，就是由於京城政治中心的動亂而被南遷的中州移民傳播到閩地的。在融合閩越等土語而衍變成福建方言後，又隨著閩地的向外移民，而被傳播到海內外各地。

福建方言形成於何時？現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在唐、五代。李如龍的《福建方言》中說：「中原漢人三次入閩之後，閩方言便定型了。」由此可見，中州人入閩所帶來的河洛話，對福建方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而有關中國唐代的茶飲方式，在陸羽的《茶經》和西安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文物中，我們可以見到唐代的飲茶方式與我們現代對茶飲的看法有著很大的距離。所以我們以為，閩南話中「呷茶」一詞的存在，正標幟著河洛文化對閩南的影響，是一種文化的遺跡，而不是語言上的特例。
3、 茶飲演變的過程

（1） 茶之起源與飲用

據雲惠遠的〈中國早期茶史小考〉
一文，依據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與葛洪的《肘後備急方》的考證，對茶的起源有了一些結論。
1. 茶事活動的發展極有可能在晉代以前，即秦、漢時期便已傳入中原地區。

2. 茶事現象所屬的文化圈，應非中原地區，而為南方文化。
3. 依《常志》卷一〈巴志〉所記載的史料推論，茶在巴、蜀、南中地區當地人民生活中，應是作為茗飲、菜餚之屬。
事實上，茶當成是一種菜餚是吃茶最早的形態，至於茗飲，一開始也只是以生茶煮湯的形態出現。我們在現在中國西南方的少數民族茶飲文化中，仍可以見到這種形態。布朗族和基諾族都是中國以茶為食的少數民族，布朗族的「酸茶」、「喃咪茶」，和基諾族的「涼拌茶」，都是以茶為菜餚的例子。所謂的「酸茶」是將煮熟的茶葉風乾，使其發酵，再置入竹筒，封之以泥，埋入地下，一個月後食用。「喃咪茶」則是以水煮茶，再將茶葉沾上「喃咪醬」食用，通常還會佐以辣子、花椒、大蒜、芫荽等。「涼拌茶」諾基話叫「臘爬批皮」，其實就是以生水泡茶，一般用山泉，置入碎茶後，再佐以鹽、蒜、辣子、樟腦尖、酸螞蟻蛋等。
茶被當成飲料的開始，其實是先以一種菜肴中的「湯」概念而存在，故在中國唐代，茶煮成汁就是被稱為「茶湯」。布朗族和基諾族都是中國較早種茶的民族，相傳其開始種茶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在布朗族傳統的飲茶中，有青竹茶、土罐荼和烤茶，其中青竹茶和烤茶所使用的就是新鮮的茶葉，烤茶是連枝帶芽，烤完再以水煮茶，而青竹茶則是以綠竹筒煮水，直接放入新鮮茶葉，煮出茶湯。其作法與在廚房煮菜湯相似，只是不另放佐料而已。不過另放佐料的茶飲在中國亦是屢見不觧，例如大理三道茶。
大理三道茶是白族招待客人的一種方式，相傳原為古代南詔王招待貴賓的一種茶禮，流傳到民間而保留和發展延續至今。三道茶是一苦、二甜、三回味，第一道茶謂之頭道苦茶，又稱之為“清苦之茶”，以喻人生一開始應當吃苦耐勞。作法是先將綠茶放入砂罐用火焙烤，待茶葉烤黃發出香味後，沖入沸水，待泡沫消失後，用火煨一下，當茶水呈琥珀色時，倒入茶壺。第二道茶，稱之為“甜茶”，是甜的，一般茶面上會有些甜花生、核桃片。當客人喝完第一道茶，主人重新用小砂罐置茶、烤茶、煮茶，還得在茶盅內放入少許紅糖、乳扇、桂皮等，待煮好的茶湯傾入八分滿為止。第三道茶稱之為“回味茶”。茶盅中放的原料已換成適量蜂蜜，少許炒米花，若干粒花椒，一撮核桃仁，茶容量通常為六、七分滿。飲第三道茶時，一般要晃動茶盅，使茶湯和佐料混合均勻。這茶喝起來甜、酸、苦、辣，各味俱全，回味無窮。它是告誡人們，凡事要多“回味”，切記“先苦後甜”的哲理。

這大理三道茶都是不乏佐料的，糖、米、核果都是常見的佐料，若以烹飪的角度視之，這其實就是一種「湯」了。在台灣也有客家擂茶，是在茶中加花生、芝麻、米等多種材料，再合茶入擂缽中，以擂棒擂之，這其實也是一種「湯」。事實上中國唐代的茶飲也是以這種方式進行的，這與現代沖泡飲茶的方式大為不同。
（2） 茶餅及其商品化

茶若一直以其生茶煮食的方式存在，那麼中國吃茶就和我們現在煮個菠菜湯一樣，茶只會是廚房的一道佳肴，不會是獨立出來的一種飲料，茶的煮食也將會加入各種食材和佐料，不會演變成現今的樣態。我以為茶飲的獨立發展應以茶餅的出現為其濫殤，茶餅的出現，一開始可能只是為了食品的保存，但由於茶餅易於存放與擕帶的特性，這使得茶餅的商品化成為可能，茶餅的商品化與方便性，更加遽了茶飲的獨立發展。
魏晉時期中國是否已出現茶餅尚待商榷，但是中國唐代確已有茶餅了，陸羽《茶經》中分茶為粗茶（觕茶）、散茶、末茶和茶餅，而且在論及煎茶時，顯以茶餅為主，足見當時茶餅已甚為普遍。不過唐時的茶餅製作方式其實是相當原始的，是將茶蒸後壓餅，烘乾就成了，這與後來宋代的蒸完磨膏再壓模成餅不同。不管如何，製成茶餅後，對其商品化與食用的方便都是有一定助益的。
（3） 煎茶、點茶、泡茶

中國的茶飲方式大約經歷了三個時期，煎茶、點茶與泡茶。中國唐代的飲茶方式是以煎茶為主，而點茶就是宋代的鬥茶，直至明以後中國飲茶方式才是以泡茶為主的。而點茶與煎茶時期，最主要的茶葉保存式就是茶餅，雖然製作方式很不一樣，但都是呈現茶餅的樣態。到了泡茶時期，散茶才大量出現，這當然與泡茶的飲茶方式不無關係，因為茶餅的保存方式對於直接沖泡並不方便。不過散茶的出現並無法完全取代茶餅，因為中國的茶葉自古以來都遠輸入西藏與西北，而茶餅則有助於長途運輸，對於現代的我們，茶餅和茶磚都被歸為「緊壓茶」類，意義可能只是一種茶類或地方特色，與運輸已然關係不大。
唐代的煎茶方式在陸羽《茶經》已有詳細的記載，再加上現代法門寺地宮文物的出土，我們對唐人飲茶方式的瞭解就更完整了。唐人講究的飲茶方式，器物比我們現代人還多，有茶槽子、碾子、茶羅子、匙子、鹽臺、籠子、茶碗、茶托、銀龜盒等器，飲茶的方式是先將茶餅烘烤，再暫存於龍子中，將要使用的部分茶餅取出，置入槽子中，以碾子將茶碾成粉末，再以羅子篩茶，然後放入銀龜盒中備用。以茶釜煮水，待水沸背二向三
之時，將茶粉投入水中，然後將茶釜離火移至交牀上，以茶盞分茶，盞中加入由鹽臺上取用的食鹽，或加入薑、蒜等佐料，合茶一並飲用，茶盞奉茶時，下方要以茶托裝盛，方顯莊重。我們只是簡單說明煮茶的過程，至於真正的程序則又更為繁複，例如茶置入茶盒中，要先給主客賞茶，第一盞茶要先飲用浮於上層的沬餑（就是茶湯的泡沬）等。
其實除了煎茶外，陸羽還提到了痷茶、茶果等，茶果就是我們現代稱的茶食，至於痷茶則是將茶與蔥﹑姜（薑）﹑棗﹑桔皮﹑茱萸﹑薄荷等配料同茶放在同一容器中煮成茶粥。
在唐代的煎茶雖已獨立為一個活動，對爐火與烹煮的依賴尚重，我們可以將它看成是茶飲由廚房出走的第一步。

到了宋代，飲茶方式由煎茶到了點茶，據《三希堂茶話》
中所言，鬥茶是先將茶餅碾成極細的茶末，再以細絹篩過。將茶末先置於建盞中，放入少許沸水，先行調膏，膏成再徐徐注入沸水，以匙調之，使茶浮於水上，以色白不起水痕者為勝。不過據粘振和〈宋代鬥茶內涵的轉折──以蔡襄茶學理論為核心的討論〉
一文的研究，宋代鬥茶的勝負關鍵前後期有明顯的不同，前期主要是由范仲淹的《和章岷從事鬥茶歌》中反映出來的，其勝負關鍵是茶的品質，茶色尚碧。但是後期則是受到了蔡襄《茶錄》的影響，鬥茶以色白為勝出之關鍵，與品質較無直接關係。由於尚白的風氣，使得宋人所製茶餅朝色白及精緻化方向走，有水線銀針之法，亦有龍鳳（指龍團鳳餅，就是茶餅。）勝雪之說，可見其精緻與尚白的風氣。鬥茶時為了使色白更為醒目，宋人最喜用建州出產的建盞，尤其是黑色的建盞，這建盞就是日本人說的「天目碗」，是極為珍貴的古物。
在宋淳熙年間，日本來了一個聖一禪師，在中國浙江天台山留學，帶回茶種茶具，更把宋人喝茶模式，全盤移回日本，演變成日本茶道。簡單的說，宋朝的鬥茶就是在碗中調一碗比例均勻的「泡沫綠茶」，然因宋人重視精神生活，茶藝融入了生活，也融入了精神，加上鬥茶蔚為風尚，所以飲茶大有可觀，據資料統計，當時全國產茶六十六州、二百四十縣，許多人精妙於茶事，從事煮水聽湯，甚至有人在注湯時，能在茶碗中幻成各種物像，就好像我們現代常在咖啡上以奶精淋上一些圖案。

點茶與煎茶最大的不同是以點代煮。從茶飲發展的歷程上看，點茶對爐火的依賴呈度遠較煎茶為低，點茶不但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活動，且因比賽而成一種普遍的風尚，其與廚房的連繫也僅只是對沸水的需求了。
至於泡茶，無論是大壺泡茶或潮州、閩南的老人茶，都是使用散茶以沸水泡之，這樣的飲茶方式，確實起於何時不易說清楚，但明洪武二十三年曾下令廢茶團，使茶團的普遍性受到了影響。而且宜興的紫砂茶壺則是起於明朝的正德年間，據說現代僅存的幾把由襲供春所製的供春壺可以為佐證，明代在襲供春之後又出現了不少的製壺名家，如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陳鳴遠、惠孟臣、楊彭年等，其中尤以惠孟臣的孟臣小壺為有名，成為後代彷製的對像。由明朝製壺名家輩出，可見得這時的飲茶方式已是大量的使用泡茶法了。
與點茶法相比較，泡茶法與廚房的距離則又更遠了，對爐火的需求雖是一樣，但一不必碾茶，二不用茶碗，是以專用茶壺與茶杯來進行泡茶。事實上我們由古典小說中可以發現，明代的泡茶場域，大部分已是在客廳中完成，與廚房可以說幾乎是沒有關係了，而且為了與廚房分隔，明代的文人流行興建茶寮、茶廬，將泡茶用的沸水工作專門化，這樣子泡茶與廚房的最後紐帶也就斷裂了。
（4） 家居飲茶場域及其經營
飲茶的場域隨著茶的保存方式的改變、飲茶方式的改變，逐漸的由廚房出走。茶由作為一種菜肴，逐漸的成為一種獨立的飲料。吃茶由純是吃菜與營養需求，變而為一種休閒活動、文化活動，與文學、思想等人文範疇普遍產生交涉，改變雖是經歷了很長的時間，但如今看來，這個改變其實是很大的。
飲茶場域改變的積極目標是客廳。當然文人雅士也會將烹煮茶的樂趣移到山野去進行，另外，禪師也在寺廟中飲茶、栽茶，但這都是一些較為特定族群的情況，除了在茶館的營利式場地之外，在一般人的家居中則是以客廳為最明顯的飲茶場域。
有一篇論文〈明中葉文士飲茶空間之研究〉
對明代的飲茶空間作了研究，文中說：

明代文士的居室生活，是「大隱隱於市」，隱居而不避世，所以文人結社、出遊訪僧、詩畫會友等盛事，成為休閒的重心。居室的慧心設計，齋屋內的收藏陳設，適足以顯示明人的藝術修養與生活況味。此種茶廬的藝術表現，將明代文人雅士的隱逸美學，具體而微地呈現在庭園與茶廬的構築上。………明代文人的休閒養生，常以自家的山居、園宅或書齋為中心。富有寬裕的雅士，於山林水濱大興土木，建造精緻華美的庭院。任環云﹕「掃雪撼庭梅，烹茶折檻竹；清生腋底風，香潤林間屋。」經濟力較遜的文士，則選擇古松竹林之處，構築小巧寧靜、優雅的草堂書屋。無論宅居室之大小，文人山居飲茶，有待客茶室、貯水煎茶房，謂之「茶廬」。
茶廬或茶寮的出現，正標幟著爐火的獨立，其目的是為了要與廚房有效區隔，取其清雅的環境，這使飲茶完全的走上了休閒的道路。同時茶廬的功能乃為待客之用，其實就是客廳，有些文人的財力無法建構獨立的茶廬，便在客廳的庭中或偏廳等下風之處，設爐烹水，以供茶飲，其目的是一樣的，是使茶飲與廚房有效區分，這是一等的雅事，飲茶純粹是文人的一種休閒活動，是文人自我實現的一種方法，用以顯示出文人生活雅逸的一種美感。
4、 廚房在中國傳統居住空間中的角色

（1） 在父權空間中的特殊空間

中國古代是一個父權極為高張的社會，婦女的行動空間被禮教所限定，行為亦被百般限制，林景蘇在一篇題為〈三姑六婆與時代評價：以詞話本「金瓶梅」為例〉
曾以「牆」的意象來說明中國古代父權的領域特性。中國的四合院將家庭的生活領域與外界隔絕開來，只留下出入的門作為與外界溝通的通孔，而這四面的高牆正代表著家庭男主人的權力領域，將家中的財物與女人限定在牆內，同時男人擁有權力把守了唯一的出入孔道──門，要女人留在內院，無法任意出入大門。生活空間的大小，其實正標幟著權力的大小，男主人擁有絕大的權力，將女性限定在有限的空間裡，這樣的情況在古代常是以「保護」為名，以為空間的限定是要將女性置於男性的保護之下，但是所謂的「保護」是以男性為思考核心的思維，其真正的義涵則是保護了某男人的財產，因為古代的女性只能是男人的財產的一種形態。
在這樣以男性為主導的父權居住空間之下，廚房是唯一可以讓女性具有一定主導權的空間，廚房空間的特殊性就是在此。
（2） 烹煮技術及勞做的優先性

在這樣的情形下，廚房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空間。但為什麼男權會將廚房讓與女人呢？因為這是一個男人不得不倚仗女人的空間。〈傳統廚房爐灶──空間、性別與權力〉一文中說：

爐灶的空間生產，其主角多半還是女性，男性的進入代表著另外的意義，然而這正是反映對母職的期待。女性透過廚房爐灶獲得屬於女性的資源，發揮生育與母職的功能，但並不能逃過父系制度對其角色的分派與認知，使得「女人的空間」具有特定的意涵。

又說：

父權思維從空間的儀式中亦得以再宣示。在廚房的勞動位置中，煮食者主要是女性。在食物生產的過程中，男人多半站在一個資源監督與控制的角色。例如他必須提供買菜的錢，或者是，他自身幫忙買菜，好在煮食勞動不參與的情況下，藉以控制資金的流動。………。煮食的過程，牽涉到資源、勞動分配的問題。女人之間，大部份還是受制於女人。煮食的經驗以烹飪的技術為表現，為達成社會目的而操作（例如獲取家戶成員的好感、養育自己孩子），並建立自己家庭裡不搖動的地位。女權的分配與鬥爭，於灶台煮食間最為明顯，在技術以及資源的流動上競爭尤為激烈。不管是婆媳、姑嫂、妻妾、妯娌之間等幾種關係，都影響一個家庭的平衡與否。

男人掌握資源，掌握出入牆門的出入大權不假，但是在這小小的廚房中男人總是有無能為力的時候，因為廚房是個實際勞動的地方，而且是對烹飪技術有極高要求的地方，由於中國男人一向自居為「君子」，而自古有「君子遠庖廚」的古訓
，只好將「小人」的場域讓給了女人，讓原本就與小人同列為「難養」之列的女人來主其事。其實時至今日，女性仍然是廚房煮食的主要勞力者，有一篇論文名為〈幸福空間、區隔女人、才女禁區－初論1960 年後廚房空間的性別議題〉
中說：

即便是在空間歸屬不清的狀況下，屋裡沒有獨立餐廳，沒有家庭娛樂室，只有廚房是家人齊聚用餐的地方，超過一半以上的人還是會說廚房是母親獨有的。

文中又說：

時至今日，本土量化研究仍顯示繁瑣家務中，煮食最是女性參與度高的一項。

可見女性在廚房中的勞力角色，古今並無太大改變。不過在現代家庭中，可能比古代更具有彈性，如果女性是上班族，是主要經濟來源，那可能家中的男性會較願意走入廚房，否則他們寧可選擇其他家事，因為烹飪真的是令一般男人頭大的事。
雖然必須仰仗女人的烹飪技術，但是對於古代的男人來說，女人總是令人不放心的，一方面女人「難養」，二方面女人無知而且不是「君子」，當然真正的原因是父權自身無法容許女權的挑戰，因此男人在廚房安排了權力的象徵​──灶神。
（3） 灶神所代表的意義

灶神被安排在廚房中，對於中國民間對待神明一向的恭敬態度而言，實在是有些矛盾，但如果從廚房是一個父權不放心的空間而言，就較能理解這樣安排的用心了。夏鑄九等人說：

家戶與神界之間的中介－灶神，既是處理家戶的重要守護神，被放置廚房，我們可以想像「神眼」所及廚房範圍最為清晰，所視何事？灶神眼界所及固然廣泛至全家，男人與女人同受管制與監察，但放在廚房裡的空間意涵應具特殊性。神祇所能見不外乎「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女性勞動工作，以及女性的身體。這無形間加重了對女性的限制：因灶神在旁，恐懼戰兢，不敢怠慢。灶神成為一種監視的「電眼」以及「監聽器」，不光是物質可見的圖像在那裡望著女性，更是在心理層次上宰制女性的言行，規訓女性的身體，並教育女性要認真作好煮食工作。

說灶神是電眼其實是一個比喻性說法，其實灶神的存在就是一種男權的象徵，這樣的安排會使男性的權力擁有者較為放心，用以確保女性所主導的廚房空間仍是在整體男性的「牆」的威權之下，自身不具獨立的性質。

5、 茶飲由廚房出走到客廳

（1） 飲茶的型態與出走
隨著飲茶的場域的改變，飲茶的方式、型態也跟著改變。飲茶場域由廚房出走，獨立化發展，使茶不再是一種菜肴。接著進入禪寺、進入山野，在家居中則進入了客聽。我們可以說茶是由女性所主導的空間，逐步向男性的空間位移，不再接受女性的宰制。茶飲為了要離開廚房，自然是要獨立於廚房的爐火之外，除了另立爐火之外，其烹飲方式自然是朝簡易、專門化，不再受到廚房的烹飪技術所左右為佳，因此飲茶方式會由煎茶最後走到了泡茶一途。這樣的改變決非偶然的，是一種在不同場域之間權力較勁、發展的結果。
客廳則是一個非常父權化的場域，當男主人與賓客會面之時，女眷甚至是不能出現的。為了使女眷不會在客廳出現，簡化泡茶的方式，除去煮茶的過程，取消合茶的佐料，使茶飲與廚房澈底斷裂，這樣的發展正是男主人所要見到的。當然這也符合了茶飲的整個發展的方向。
（2） 飲茶文化與審美觀的發展
茶飲的發展不但與廚房澈底的斷裂，同時還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文化與審美觀。茶性寒、清通、醒腦，所以常與文士的守節、清雅、自然、高遠、隱逸等想法與美感結合。
飲茶令人醒腦，這象徵文士在混亂的政局中，不失其志，礪節守志。茶味自香，這象徵文人清雅德馨，自然不媚。茶清純如水，象徵文人隱逸高潔，不染紅塵。
由這樣的文化氛圍出發，茶每每被看成隱士、守節、自然的象徵，對茶的鑑賞當然也朝這個方向出發。所以與乾果、蒜泥、葱花等相混的茶飲便不會在被欣賞之列，相反的，茶得是純的、清的，甚至色必需是帶青綠的寒色。其實依茶的特性，久飲必使胃寒，合著米、乾果等一起飲用，其實是對身體比較好的。但是茶飲與對茶的鑑賞卻朝著相反的方向走。
明代早期出現了一本專事對茶鑑賞品評的書──《茶譜》，這本書的作者大有來頭，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個兒子朱權。朱權早期以謀略有名，頗負才氣，在其兄燕王朱隸造反時因而被軟禁，待政變成功之後，朱隸在政治上刻意羞辱他，使他最終知道什麼叫人心險惡，因此深自韜晦，不問世事，終日鼓琴著書，以茶明志，故有《茶譜》一書問世。據〈朱權《茶譜》的清逸審美思想〉
一文的研究，所謂「清逸」是：
逸是一種從濁世中超脫出來的生活型態和精神境界，清逸含有超塵脫俗、逸趣高妙的意義。
在文中作者對所謂「清逸」的具體表現，以為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環境以清新為美。二是味以清甘，器以簡潔為美。三是修身以清神為美。其中又以為朱權倡「清逸」品飲之風，是開創「清飲」的新局面，而所謂的清飲又有三點，一是簡少茶器，二是簡化烹茶過程，三是主張保持茶的本色原味。
朱權這樣的主張是順著茶飲自廚房出走後，自然產生的結果。我以為茶飲為了要適應客廳的男性場域，必然要簡化過程及茶器，其中最主要是由煎茶改為泡茶，以及降低其對廚房爐火和烹飪技術的依賴程度。另外，以清逸為審美的發展，也同樣是一種向男性思維前進的結果。

近來有科學家對男女審美觀的不同進行研究，這個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授與幾位西班牙科學家所做的實驗，證明了在面對美的事物時，男女的大腦表現得非常不一樣。研究人員說，無論男女，接受測試時腦部最活躍的地區都是頂葉，這是大腦負責處理各類感覺訊息的部分。但是，男性只有右腦部頂葉活躍，而女性則左右腦都活躍。研究員弗朗西斯科‧阿亞拉分析說，出現這樣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女性做判斷時既注意事物的整體特徵，又注意它的局部特徵，而男性往往只注意整體特徵。
我們估且不論男女這樣的不同是天生的或是後天的養成，女性較留意事物的整體，以及整體與部分的關係，而男性則只對其有興趣的對象或特徵專注，這是我們過去就了解的不同，如今腦部的觀察只是更進一步的證明了我們的想法。因此我們可以說茶在與乾果、葱蒜等各式佐料調合的廚房時期，其實是屬於一種較為女性的審美觀，但是講究「清」、「原味」、「純」，甚而以士人的志節自譬，我以為這都是較屬於男性的審美觀。

所以我們以為茶飲的場域由女性主導的空間出走，移向了男性的空間，不只是其飲用的人變了，或地方變了，包括飲茶的方式、烹茶的過程、文化的構築，甚至對茶的審美觀都發生很大的變化。

（3） 由吃茶到休閒飲料
茶飲的出走，使得茶飲的地位由一種營養供給的食物，變而成為一種休閒的飲料。休閒性質的出現與成熟，往往正是標幟著茶飲投向了男性的懷抱。因為休閒其實正是主體的自我實現需求的表現，當主體在沒有太大的權力限制，同時擁有自我宰制的能力時，才談得上自我實現，這時才會有所謂的休閒可言。試問古代婦女在廚房工作可能出現休閒的樣態嗎？當然不能。就是婦女在房中繡花，除了是種生產力外，只可能是婦女打發時間的方式，談不上是自我實現，因為她們缺乏選擇的自由。因此我們說休閒的特質，在古代的中國正是男性的一種特徵，女性往往缺乏這種特徵。
6、 現代茶飲的發展與意義
茶飲在現代社會不但沒有衰退，反而呈現出多樣化的姿態。現代的茶飲不能說是在女性或男性的空間中進行，而是逐漸向公眾化、簡易化發展。現代茶飲值得一談的有兩類，一是茶藝館的出現。二是包裝茶飲的出現。
（1） 茶藝館的出現

目前茶藝館在台海兩岸林立，但最早的茶藝館應是起源於台灣，大陸茶藝館的興起才是最近的事。據一篇台北藝術大學碩士論文的研究
，台灣第一間茶藝館是出現在1976年台北市林森北路的「中國功夫茶館」，但是「茶藝館」之名的出現則是在1977年台北市仁愛路的一家畫廊，以茶藝館為名，展售字畫、陶器、金石，並兼營品茗服務。隨著茶藝館的發展，在1976到1983年之間，台北的茶藝館增至八十多間。至於高雄的風氣較遲些，據筆者的經驗，要到1984年之後才有茶藝館出現，首先開幕營業的是中正文化中心旁的「御書房」，御書房至今尚營業，可以說是高雄老字號的茶藝館了，因為女老闆（簡姐）的各人理念與使命感，使得御書房不只是個茶藝館，還常辦講座、讀書會、畫展等，成為高雄的一個藝文空間。
茶藝館的出現，不純粹是一種商業或民生的需求，其中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意義與需求，《形塑茶藝──台灣茶文化的展示建構與想象》這篇碩士論文中說道：
從台灣茶文化的發展方向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台灣茶文化的推廣自早期的茶藝館、茶藝工作者、茶業改良場的紮根與推廣下，已慢慢的提昇了茶的文化性與茶的意象，並建立了台茶的論述基礎………透過人們的努力，茶被賦予文化性與神聖性………使過去台灣傳統文化同等低下的觀點得以扭轉過來，進而恢復傳統所能帶給人們的一種榮耀與認同
筆者以為茶藝館的出現與林立，對台灣社會而言有著兩重的意義。
其一，我們觀察茶藝館的出現常伴隨著古物、老東西、家鄉味等事物，其中有時是精緻的古董，有時只是古早的蓑衣，但是具有歷史和年代則是這些東西的共性。進入茶藝館飲茶的人，不只是喝茶，而是想去感染一種氛圍，而這些氛圍正是人們在急遽失去的東西。民國七十年代，正是台灣經濟飛馳的時代，同時也是台灣政治開始出現改革聲浪的時代，更是台灣的鄉土文學大量出現的時代。台灣由於經濟的發展，各種建設如火如荼的進行，地形地貌和生活方式都在急遽的改變，台灣人在當時所看見的台灣，正以飛快的速度遠離他們對家鄉的印象，「思鄉」感變成了所有人的普遍情懷，因此茶藝館的古老飲料與羅列的老東西正好可以撫慰人們的人靈。
其二，是如前面引文所說的，扭轉了台灣文化的認同。國民政府來台後，蔣氏王朝除了在政治上專治之外，為了確保政權的永固，以及防止權力地方化，因此在文化上實施了一些極為謬誤的政策，例如禁止方言、禁止方言性電視節目，在文化上有意無意的高舉中原文化，貶抑台灣文化。在蔣氏王朝統治的時期，台灣的文化被看成是不入流與低級的。這些文化政策使得台灣的年青人心中有一種哀傷的宿命，因為他們從小使用的語言與接觸到的文化，竟是最令他們不堪的。但是七十年代這些問題都面臨一個轉變契機，台灣的經濟起飛，台灣人開始知道自己其實是值得驕傲的；與大陸接觸，台灣人明白了所謂中原文化的謊言；民主的呼聲高喊，台灣人知道自己要為自己作主。所謂台灣的「本土意識」就是在這個情況下出現的論述。而茶藝館中的茶飲，在這個文化風雨中，被賦於神聖性與文化性，成為民族情懷所寄託的紐帶，這種自主意識與永遠的思鄉結合成了一杯杯的茶飲，溫暖了那時台灣年青人的心。
（2） 包裝茶飲的出現與發展
台灣早期的包裝飲品主要是汽水與果汁，到了八十年代，在飲料史上的大事就是茶飲成功的進入包裝飲料市場，其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開喜烏龍茶」。事實上在七十年代黑松公司也曾推出烏龍茶飲料，而且是無糖的飲料，符合了後來的養生觀念，但是七十年代的茶飲尚停留在茶藝館階段，人們還無法接受將烏龍茶罐裝出售，所以黑松的努力宣告失敗。相反的由信喜公司在八十年代推出的「開喜烏龍茶」則大發利市，這個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抓著時代的主流訴求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開喜烏龍茶宣告台灣包裝茶飲時代的來臨，以後開枝散葉，台灣的茶飲也朝多元發展，在八十年代後期與新興的機能性飲料合流。

八十年代後期，新興起的是機能性飲料，這其實是繼七十年代健康的觀念而來的飲料設計，但是機能性飲料的訴求不再是籠統的健康觀念，而是要求說明可以促成健康的具體內容。所以如果說七十年代的健康訴求是沒有內容的，那相反的八十年代的健康訴求就是有內容的。當然人體要健康的條件很多，但是訴求只能一到兩種，若太多就等於没有訴求了，因此在市場上多半會與「美麗」、「窈窕」、「油切」、「小分子」、「更好吸收」等觀念結合，這是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的大約傾向。

自從八十年代台灣的茶飲進入了罐裝時代以後，造成台灣茶飲文化的改變，同時也改變了人們對茶的認知，尤其是年輕的世代。民國七十七年時（1988年），台灣茶飲料市場的佔有率只有3.4%，但是到民國八十三年（1994年），竟快速的竄升到38.6%（《中華民國經濟年鑑》1993:1995），可見得那年代罐裝茶飲崛起的迅速光景。當時開喜烏龍茶的廣告使用「開喜婆婆」搭配新認同概念，打出「新新人類」的主張，將罐裝茶定位在承接傳統的新式飲茶，飲茶文化產生了丕變。這些主張不只影響了年輕人，其他年齡層亦受影響，最明顯的是台灣的宗教祭品，由原本傳統的茶水供奉，迅速的轉為使用罐裝茶飲。一般來說，宗教儀式是社會中較為守舊，固著力較強的一環，連儀式都產生了改變，可見人們對罐裝茶飲的接受程度了。

茶飲受到重視是起於七十年代的茶藝館，前面已論述了茶藝館的興起與台灣社會發展的關係，茶藝館最終滿足了都市化的台灣人對家鄉永恆鄉愁的需求，因此茶飲之受到重視，自開始時就是起於一種心理需求，而非只是生理的需要。但是茶藝館的茶飲始終是看得見茶葉的實體茶飲，當我們見到茶葉時，茶葉的產地、色澤、香味、摶工、火候等都是物質性的可見存在，在對茶自身的想象上有其一定的限制。例如以茶的產地而言，台灣東部烏龍茶的茶湯就較為濃硬，與西部迥異，一般較不受到大眾的喜愛，但對於一個從東部到西部的遊子而言，喜好濃硬的茶湯與其對家鄉的思念有著很大的關係。但是封罐以後的茶飲，消費者看不見茶葉，當然茶葉所擁有的一切物質特性皆不見了，而這所虧缺的一大片想象空白，則交給了茶飲的製造商去詮釋與操弄，因此我們看到在八十年後期到九十年代以後，各種茶飲料紛紛出籠，其命名也各式各樣。例如「烏龍綠」、「梅子綠」、「茶裡王」、「御茶園」、「絕品好茶」等。從烏龍茶的製造者眼光看，烏龍茶是半發酵茶而不是綠茶；若從烏龍茶飲茶者的眼光看，在烏龍茶中添入綠茶絕不是聰明的方法，這會破壞了烏龍茶的風味。但對於包裝飲料的命名而言，烏龍茶代表著台灣本土，而綠茶又擁有較多的「兒茶素」，有益健康，兩個意象結合在一起是完美的。

又如「絕品好茶」系列產品，味全公司出了「阿里山高山茶」、「百年茶莊鑑賞茶」、「大禹嶺高山茶」三款，是以訴諸名產地及權威的方式，說明其茶之所以「絕品」的原因，但是很少人會去詢問，這些茶真的是產自阿里山或大禹嶺嗎？ 

另外，果汁也開始與茶合流，「梅子綠」是個典型的例子。對於工夫茶的飲者而言，在茶中加入果汁是不可思議的，但對於現代的包裝茶飲而言，梅子清香的形象與綠茶的清香、養分，可以是很好的結合。

在此我們似乎可看到對茶飲文化的操弄，及其與真實茶飲之間的斷裂過程。包裝茶飲本來是為了再現傳統茶飲而設計的，但茶葉實體一旦不為人們所看見，則對茶的意象與其想象就成了操弄的對象，因而各式茶品及命名相繼出現。但是這樣的操弄其實是不斷的在改變我們對茶的認知，從語言的角度而言，有意無意之間，我們正在擴大「茶」這個詞的義域，使其與其他詞義之間的模糊地帶加大，例如果汁與茶之間的模糊地帶越來越大。這時不得不使我們擔心，包裝茶之所謂的「茶」，最終會不會和傳統的茶飲產生「斷裂」？
7、 結論
茶本是生活上的小事，但是由於歷史久遠，人類世界又是如此的複雜，就生出這麼多事端來了。茶飲由廚房出走，走入了茶廬，走入了客廳。不斷的形變，不斷的改變其文化內涵。到了現代，茶藝館的出現、包裝茶飲的出現，更有著現代的意義。茶藝館目前在大陸地區，尤其是華南的都會區，正開拓其市場；不過大陸原本就有很多歷史久遠的茶館，例如上海城隍廟附近的湖心亭茶館，就是歷史悠久而遠近馳名。新的茶藝館是以台式或閩式為號召，其特點是精緻，與原來的茶館分隔市場，這也正符合中國人民經濟進步的需求，不過其文化內涵自然會與台灣的茶藝館不同。而茶飲的未來，一定還會有很多的變化，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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